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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我国教育政策和实践

的根本出发点。 从能力的角度看， 学生发展包
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在我国中高
考指挥棒下， 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似乎都把精
力更多地放在了学生学业成绩等认知能力的培

养上， 对非认知能力的重视相对不够。 近些年
来， 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 它作为人们应对不同情境和背景时表现出
来的一种稳定的思想、 感觉和行为模式， [1] 在预

测个体的教育水平、 劳动力市场成就方面与认
知能力相媲美， 甚至作用更强、 更持久， 以至
于有研究者将其称之为 21世纪的核心胜任力。 [2]

无论是认知能力还是非认知能力， 都不是

与生俱来的， 都可以被塑造、 被培养。 在这一
过程中， 学校和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
作用不容忽视。 但是在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
发展中， 学校和家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 各自
的优势在哪， 不同学校在促进学生能力发展方
面是否有差异， 学校是否可以弱化家庭背景对
学生能力发展的影响等， 已有研究对此回答并
不多， 尤其是在非认知能力发展方面。 对于这
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学生能力

发展的影响机制， 为发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在促进学生发展中的合力提供实证支持， 同时
为更好发挥学校效能、 促进学生成长， 弱化家
庭效应、 促进代际流动提供思路与对策。

摘 要：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基线与追踪数据， 借鉴增值理念， 使用 OLS
回归和两水平模型方法， 分析了家庭背景、 学校因素对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增值的影响，
探讨了学校因素对家庭背景效应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 一方面， 家庭背景、 学校因素都是
影响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不同之处在于， 家庭背景对子女非认知能力
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认知能力， 而学校因素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非认知能力； 另
一方面， 学校因素能够调节家庭背景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学校因素不仅能够降低家庭经济状
况、 父亲职业等相对较难改变的家庭背景对子女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还能调节父母关系状
况、 父亲对子女的关心等相对较易改变的家庭背景对子女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据此， 学
校加强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家长重视家庭教育，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于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无疑都是重要且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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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家庭背景与学生能力发展
一般而言， 家庭背景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在

各国普遍存在， 只是程度大小存在差异。 家庭
背景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可以从投资理论、 家庭
压力理论和父母参与理论获得解释。 投资理论
认为父母关心孩子的未来幸福， 因此会投入物
质和时间发展子女的人力资本， 追求效用最大
化。 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可以通过购买更高
质量的资源， 如更好的住房、 食物、 学校、 图
书、 有信誉保障的儿童养育服务， 来刺激孩子
的认知能力发展。 [3] 家庭压力理论认为家庭收入

会影响父母的养育能力， 因为经济困难会对父
母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心理压力大的父
母不太可能带来更好的家庭运作， 也不太可能
采用一种对孩子的健康和信心等发展有利且有

效的养育方式。 [4] 父母参与理论强调不同社会经

济地位家庭的父母对子女发展的重视和介入程

度存在明显差异。 优越家庭除了早教安排外，
家长还会与孩子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从
给孩子读书到保证孩子玩耍的时间， 这些都有
助于孩子的成长。 [5]

在实证研究层面， García 研究发现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分布前 5%的孩子比底部 5%的孩子在阅
读和数学表现上存在 0.80 个标准差的相对优势，
在任务坚持完成的表现方面是 0.40 个标准差。
家庭收入的影响更明显， 家庭收入增加 1000 美
元， 数学和阅读测试分数分别提高 2%和 3.6%的
标准差。 [6] 尽管如此， 也有研究认为收入和信贷
约束的作用被夸大了， 在塑造孩子的结果方面，
父母辅导、 养育和人际互动的积极作用得到了
更多的支持 。 [7] 在非认知能力方面 ， Vries 和
Rentfrow 对英国的分析显示， 来自更高家庭背
景 （父母有专业工作） 的人， 子女的外向性明
显更高， 经济抱负也明显更高， 尤其是对男性
而言。 [8] 国内也有研究支持家庭阶层地位、 家庭
收入、 父母参与等对子女的认知或非认知能力
的显著影响， 比如黄超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的家庭倾向于选择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 ，

这对培养涉及人际交往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

优势。 [9] 不过这些研究多使用横截面数据， 探究
的并非学生能力的增值。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 本研

究提出研究假设 1：
家庭背景是影响子女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

展的显著因素， 家庭背景越好， 子女的认知与
非认知能力表现越好。

2. 学校因素与学生能力发展
社会学中的功能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学

校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功能论认为学校教育具
有社会化和选拔两种基本功能， 前者是教会人
们如何去扮演未来社会中的成人角色， 后者解
决的是如何把不同个人分配到其应扮演的角色

上。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更强调学校教育的社
会化功能， 即发展个体的信念和能力， 这里的
能力既包括行使与个人角色有关任务的能力 ，
也包括满足他人对与这些角色相适应的人际行

为期望的角色责任和能力。 换句话说， 学校通
过提高学生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等来培养能够

适应不同社会位置和角色的个体， 以保证社会
功能的正常运转和实现。
学校影响学生发展的实证研究可谓汗牛充

栋。 在认知能力方面， Carlsson 等人针对瑞典男
性为服兵役需要做一系列认知测试这一随机事

件进行的研究表明， 额外的 10 天学校教育可以
使智力测验的分数提高大约 1%的标准差， 而额
外的非学校教育几乎没有效果。 [10] 教育经济学中

基于教育生产函数开展了大量研究， 证实了学
校类型、 教师水平、 资源投入、 班级规模等对
学生认知能力表现 ， 尤其是对学业成绩的影
响。 [11] 在非认知能力方面， García的准实验研究
发现， 教师经验与非认知能力表现呈正相关 ，
教师经验每增加 1个标准差， 学生的非认知能力
预计将增加 0.06 个标准差； 私立学校学生的非
认知能力要低于公立学校的学生。 谢桂华和张
阳阳发现， 整体社会经济地位更高、 生源水平
更好、 物质设施更完备的学校可以更有效地提
高学生的学业水平。 [12] 国内仅少数研究探讨了学

校因素对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且这些研究
更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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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 本研
究提出研究假设2：
学校因素是影响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

展的显著因素， 学校办学水平、 物质条件和师
资水平等越好， 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表现越好。
在促进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方面，

学校和家庭各有所长。 相比非认知能力， 家庭
背景对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大 。 Anger 和
Schnitzlein 研究了在认知与非认知能力上有相同
家庭背景兄弟姐妹间的相关性后发现， 在非认
知能力上， 兄弟姐妹间的相关性在 0.22 到 0.46
之间， 而认知能力的这一相关性高于 0.50。 这说
明非认知能力中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差异是由共

同的兄弟姐妹相关因素造成的， 而一半以上的
认知不平等可以用家庭背景来解释。 [13] 尽管有研

究发现教师对学生社会行为技能发展的影响比

对学业发展要更大一些， [14] 但是学校作为知识传

授的主要场所， 更多被认为对学生认知能力的
影响比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要更突出。 遗憾的
是， 国内鲜有此方面的研究探讨。 但在我国现
行教育评价体系下， 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似乎
都有更多理由把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以学业成绩

为代表的认知能力发展， 而不是非认知能力发
展上。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3：
相比非认知能力， 家庭背景对于子女认知

能力发展的影响更显著； 相比非认知能力， 学
校因素对于子女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更显著。

3. 学校对学生发展的家庭背景效应的调节
作用

1966 年， 美国科尔曼报告发现， 相对于学
生的家庭背景， 学校在物质资源、 师资和课程
等方面的投入对学生成绩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

微， 或者进一步说， 学校未能弥补来自不同社
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学业水平差异。 这一研究开
启了对学校效能问题的讨论， 后续研究者对科
尔曼的观点提出质疑， 并使用更为精确的研究
方法反复检验， 但始终无法就学校教育总体上
是扩大、 维持还是缩小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
间学业水平差异， 以及更为宏观的社会不平等
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15] 如果学生的认知能力

差距主要在暑假期间扩大， 则表明家庭和社区
等非学校因素才是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而学校
在缩小学生发展的家庭背景差异方面可能发挥

着积极作用。 Downey 等人研究了在学期中和暑
假时学生认知能力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差距

的变化， 结果发现几乎每种差距在暑假期间都
比在校期间增长得更快， 学校的确降低了不同
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认知能力不平等， 这一定
程度是因为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在社区

和家里所面临的困难比在学校所面临的困难要

更大。 [16] 这也意味着通过延长受教育时间， 比
如普及学前教育或延长学校学期时间等来缩小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对学生影响的差距是可

行的。 [17]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4：
学校因素会显著降低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

力发展的家庭背景差异。

二、 数据、 变量与模型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的 2013—2014 学年基线调查和 2014—
2015学年追踪调查数据。 ①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大型追

踪调查项目。 基线调查对象为初一和初三学生。
本文以初一学生为研究对象 ， 有效样本量为
10279名。

2. 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

表现。 认知能力表现的测量指标是项目组设计
的学生认知能力测验的标准分。 非认知能力的
测量指标考虑了前人的研究， 同时结合数据可
得性， 主要涉及学生在人际交往、 情绪控制、
毅力与坚持等方面的表现， ②回归分析时为上述

三个维度下各条目的得分总和。
自变量包括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校因素 。

在家庭背景方面， 家庭经济条件分为困难 （包
括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 参照组）、 中等和富裕
（包括比较富裕和很富裕） 三类； 父亲的职业包
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 企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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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高级管理人员、 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
技术工人、 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 商业与服务
业一般职工、 个体户、 农/牧/渔民和初级劳动者
（参照组）， 以及无业/失业/下岗十类； 父母最高
受教育程度、 父母的教育期望均为连续变量， 前
者取父母双方受教育程度最高值； 父母关系状况
以父母是否经常吵架作为测量变量， 以父母经
常吵架作为参照组； 父亲或母亲对子女的关心
程度的测量指标包括父亲或母亲是否经常与子

女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 与同学或老师的关系，
以及子女的心事或烦恼等， 回归分析时取总分。
在学校因素方面， 学校办学水平是指目前

学校或学校初中部的办学情况在所在县/区的排
名， 分为中间及以下 （参照组）、 中上和最好三
类； 学校物质条件包括学校是否有实验室、 电
脑图书馆、 音乐室、 学生活动室、 心理咨询室、
学生餐厅、 运动场、 体育馆、 游泳池等， 回归
分析时取总分； 师生互动频率依据学生问卷中
的 “主科老师经常提问我” 的情况， 分析时按
学校取均值处理； 教师面临的升学率压力依据
教师问卷的调查情况； 学校学生不良行为发生
频率分从未发生 （参照组）、 较低和较高三类；
家校合作的测量变量是前一个学期学校举办家

长会、 向家长书面报告学生在校情况、 邀请家
长听课、 与教师座谈、 观看演出或参与课外活
动、 为学生举办生活辅导讲座等活动的频率 ，
回归分析时取总分； 学校位置分为中心城区、
边缘城区及城乡接合部、 乡镇农村 （参照组）
三类；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是基于学生问卷中对
其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整合变量；
生源基础依据学生在其小学六年级时班内成绩

排名整理而来。
控制变量包括学生层面的性别 （以女生为

参照组）、 户籍 （以农村户口为参照组）、 是否
在学校寄宿 （以非寄宿生为参照组）、 是否为独
生子女 （以非独生子女为参照组）、 学生看电视
上网玩游戏时间 （周一至周五）， 以及学生基础
（学生在基线调查时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得分）。

3. 模型设定
常用的增值评价模型有获得分数模型

（Gains Models） 、 协变量校正模型 （Covariate
Adjustment Model） 和多元模型。 为便于直观呈
现家庭和学校因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大小及机

制， 本研究采用了协变量校正模型， 即将学生
前测表现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 在分析学
生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时， 本研究采用传统多
元回归和多层线性模型两种方法， 后者同时也
被用来分析学校因素对家庭背景效应的调节作

用。 多层线性模型可以将影响学生发展因素分
为学生层面和学校层面， 从而更好地解决由于
很多学生来自同一所学校所导致的数据嵌套性

问题， 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以学生认知能
力模型为例， 具体如下。
层一， 学生层面模型：
Yij=β0j+β1jX1+β2jX2+Rij

层二， 学校层面模型：
β0j=G00+G0jM1+μ0j

β1j=G10+G1jM1+μ1j

β2j=G20+μ2j

其中， 在学生层面模型中， Yij是学校 j 中学
生 i 的认知能力标准分； β0j是学校 j 中学生的认
知能力标准分； β1j是学校 j 中学生家庭背景的影
响系数； β2j 是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 Rij 是第一

水平学生层面的随机效应， 即学校 j 中学生 i 同
学校 j 平均分的离差。 假定离差服从均值为 0，
组内方差为 δ2的正态分布。 在学校层面模型中，
G00是所有学生的平均认知能力标准分； G0j是学

校因素的影响系数； G1j 是在家庭背景影响学生

的认知能力标准分方面， 学校因素的影响系数，
即学校因素对家庭背景影响学生发展的调节效

应； μ 是学校 j 的随机效应， 即学校 j 与所有学
校的认知能力标准分均值的离差。 这里假定离
差服从均值为 0， 组内方差为 τπ的正态分布。

三、 结果分析

1. 样本基本情况
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 （见表 1）：

样本学生的性别比例基本均衡； 农业户口的比
例稍高于非农户口； 非寄宿生占比约为 70%。 从
学生的家庭背景来看， 大部分学生家庭经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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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般； 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是基本上完成了
九年义务教育； 三分之一的学生父亲职业为技
术或普通工人， 其次是行政或专业技术人员、
个体工商户。 从父母关系状况来看， 绝大部分
学生的父母关系较好， 父母经常吵架的比例不
到 10%。 从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关注程度来看， 父
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是至少能够完成大学

教育； 相比父亲而言， 母亲对子女更关心， 也
就是更经常与子女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 与同
学或老师的关系， 以及子女的心事或烦恼。
在 112所样本学校中， 学校普遍具有较好的

物质条件水平； 教师学历本科及以上的比例为
81%； 平均班级规模约为 46 人， 略高于教育部
对中小学班级规模 45 人的规定数量； 教师平时
面临的升学率压力比较大， 均值达到 3.92 （满分
为 5分）； 家校合作情况总体一般， 均值为 13.96
（满分为 24）。

2. 家庭背景、 学校因素与学生能力发展
表 2是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影响因素的回

归分析结果。 加入学生基础变量 （即学生认知
与非认知能力前测得分） 后， 认知能力模型 1与
模型 2 相比， 非认知能力模型 6 与模型 7 相比，
模型复相关系数的平方值分别由 0.08 增加至
0.33、 由 0.05 增加至 0.28， 说明学生个体特征和
学生基础能够解释学生认知能力表现的 33%、 非
认知能力表现差异的 28%。 因此， 无论是学生认
知能力还是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均与前期积累

密切相关， 忽略学生基础对学生能力表现进行
评价是不客观的。 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表现的最
终模型 （模型 5 和模型 10） 的复相关系数的平
方值分别为 0.39、 0.34， 表明回归方程拟合优度
较高， 所选取的变量对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
表现具有较好的预测力度。
结果表明， 一方面， 家庭背景是影响学生

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显著因素。 具体地说，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一般而言， 家庭经
济状况越好， 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表现越
好。 在父亲职业方面， 与父亲为农牧渔民或初
级劳动者的学生相比， 父亲职业为技术或普通
工人或个体工商户的学生， 其认知能力表现要
显著更好， 而父亲职业为退休/失业/无业/下岗/
的学生， 其非认知能力表现要显著更差。 父母
对子女高期望会显著促进子女的认知与非认知

能力表现。 另外， 父母的关心、 父母教育程度
和父母关系对子女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并

非都显著。
另一方面， 学校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学生认

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具体地说， 师生互动
频率越高， 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表现越好。
学生平均在校时间、 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 教
师面临的升学压力这三个因素对学生认知与非

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不一致， 比如更长的学生平
均在校时间， 对认知能力有提升作用， 但对非
认知能力有负面作用； 高社会经济地位学校的

指标 数量 百分比 指标 数量 均值

男生

非农业户口

寄宿生

独生子女

父亲的职业

行政/专业技术人员
一般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
技术/普通工人
农/牧/渔民/初级劳动者
个体工商户

退休/失业/无业/下岗/其他
父母关系好 （不经常吵架）
家庭经济状况困难

家庭经济状况一般

4937
4494
2800
4215

1851
759
3009
1433
1606
652
8446
1450
6876

52.25
47.56
30.30
44.61

19.88
8.15
32.32
15.39
17.25
7.00
90.29
15.44
73.20

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

父母教育期望

父亲对子女的关心

母亲对子女的关心

学生看电视上网玩游戏时间 （周一至周五）
学校物质条件

学校本科及以上的教师比例

班级规模

师生互动频率

教师的升学率压力

家校合作

学生平均在校时间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学校生源基础

9429
8950
9449
9449
9315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0.82
16.09
7.72
8.86
10.08
7.29
81.0
46.29
7.60
3.92
13.96
11.06
0.30
0.64

表 1 样本情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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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认知能力表现往往更好， 但非认知能力则
相反； 教师面临的升学压力越大的学校， 学生
的认知能力表现往往越好， 但非认知能力表现
则越差。 另外， 学校的物质条件 、 生源基础、
班级规模、 学校位置、 学校学生不良行为比例、
办学属性等对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并

非都显著。
至于高办学水平并没有促进学生认知与非

认知能力的发展、 高教师学历水平并没有带来
学生认知能力的提高等， 究竟是真实情况的反
映， 还是由于多元回归未解决数据嵌套问题带

来的统计谬误， 在后面的多层线性模型中将继
续探讨。
与模型 2相比， 认知能力表现的模型 3和模

型 4， 分别加入了家庭背景、 学校因素变量， 复
相关系数的平方值分别提高了 11%和 12%； 与模
型 7 相比， 非认知能力表现的模型 8 和模型 9，
同样分别加入了家庭背景、 学校因素变量， 复
相关系数的平方值分别提高了 16%和 5%。 可见，
家庭背景对于学生非认知能力增值的解释力度

要大于认知能力增值， 而学校因素对于学生认
知能力增值的解释力度要明显大于非认知能力，

表 2 学生能力表现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估计结果
模型 1与 6 模型 2与 7 模型 3与 8 模型 4与 9 模型 5 模型 10

男生
非农户口
寄宿生
独生子女
学生看电视上网玩游戏时间
学生基础： 前测成绩
家庭经济状况一般
家庭经济状况富裕
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
父亲的职业
技术/普通工人
个体工商户
退休/失业/无业/下岗/其他
父母关系好
父母教育期望
父亲对子女的关心
母亲对子女的关心
办学水平一般
办学水平最好
学校物质条件
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
班级规模
师生互动频率
教师的升学率压力
学校学生不良行为较少
学校学生不良行为较多
公办学校
中心城区校
城郊或边缘城区校
学生平均在校时间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学校生源基础
截距项
样本量
调整后的 R2

+
+
+
+
+

+
9066/8819
0.08/0.05

+
+
+
+
+
+

+
9066/7967
0.33/0.28

+
+
+
+
+
+
+
+
+

+
+
+
+
+
+
+

+
8352/7359
0.37/0.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66/7967
0.37/0.30

-0.01 (0.01)
-0.04** (0.02)
-0.02 (0.02)
0.03* (0.02)

-0.02*** (0.00)
0.39*** (0.01)
0.09*** (0.02)
0.01 (0.03)
0.01*** (0.00)

0.05* (0.03)
0.09*** (0.03)
-0.02 (0.04)
0.00 (0.02)
0.04*** (0.00)
-0.00 (0.00)
0.01** (0.00)
-0.09*** (0.02)
-0.17*** (0.03)
0.02*** (0.01)
-0.09** (0.04)
-0.00** (0.00)
0.02* (0.01)
0.09*** (0.02)
-0.02 (0.02)
-0.00 (0.03)
-0.23*** (0.03)
0.06** (0.03)
0.10*** (0.02)
0.03*** (0.01)
0.57*** (0.06)
0.59*** (0.12)
-1.69*** (0.14)

8352
0.39

0.04* (0.02)
0.01 (0.02)

-0.08*** (0.03)
-0.02 (0.02)
-0.03*** (0.00)
0.42*** (0.01)
0.16*** (0.03)
0.29*** (0.04)
-0.00 (0.00)

-0.03 (0.04)
-0.02 (0.05)
-0.10* (0.05)
0.30*** (0.03)
0.02*** (0.00)
0.03*** (0.01)
0.04*** (0.01)
-0.06** (0.03)
-0.08** (0.04)
-0.00 (0.01)
0.07 (0.06)
0.00 (0.00)
0.08*** (0.01)
-0.05** (0.02)
-0.06*** (0.02)
-0.08** (0.04)
0.19*** (0.05)
0.01 (0.04)
-0.04 (0.03)
-0.02*** (0.01)
-0.19** (0.08)
-0.10 (0.16)
-1.20*** (0.19)

7359
0.34

注： 1. 模型 1—5 的因变量为学生认知能力标准分， 模型 6—10 的因变量为学生非认知能力得分； 2. *、
**、 ***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0.1、 0.05 和 0.01， 下同； 3.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同； 4. “+” 表示该变
量纳入模型， 下同； 5. 限于篇幅， 本表格中只保留了统计显著的变量，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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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 3。
3. 学校因素对家庭背景效应的调节作用
表 3是学生能力发展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模

型估计结果。 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表现的零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 层内相关系数分别为 0.30
和 0.11， 表明在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表现差异
中， 学校间差异占总差异的比例分别为 30%和
11%， 这意味着不同学校在促进学生发展， 尤其

固定效应
截距项
办学水平一般
物质条件
师生互动情况
教师的升学率压力
学校学生不良行为较多
公办学校
学生平均在校时间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学校生源基础
男生
寄宿生
家庭经济状况一般
截距项
班级规模
家校合作情况
城郊或边缘城区校
学校生源基础
家庭经济状况富裕
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
父亲职业为技术/普通工人
父亲职业为个体工商户
学校物质条件
师生互动频率
学校学生不良行为较多
学生平均在校时间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父亲职业为退休/失业/无业/下岗/其他
父母关系好
截距项
学校物质条件
学校学生不良行为较多
公办学校
生源基础
父母的教育期望
父亲对子女的关心
截距项
学校物质条件
学校学生不良行为较多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母亲对子女的关心
学生看电视上网玩游戏时间
学生基础： 前测成绩
随机效应
学校间
学校内

+

0.22
0.50

+

+
+
+

+
+
+
+

+
+

+
+

+
+
+

0.11
0.90

0.29*** (0.03)
-0.09 (0.09)
0.05** (0.02)
0.11** (0.05)
0.10* (0.05)
0.06 (0.1)

-0.18 (0.13)
0.04** (0.02)
1.09*** (0.21)
1.07** (0.52)
0 (0.01)

0.04* (0.03)

0.06** (0.03)
0** (0)

0.01* (0.01)
-0.13** (0.05)
-0.8*** (0.24)
-0.02 (0.04)
0.01*** (0)

-0.04 (0.03)

0.03** (0.01)
-0.04* (0.02)
0.13* (0.07)

-0.03*** (0.01)
-0.31*** (0.09)
-0.05* (0.03)

0 (0.03)

0.04*** (0)
0 (0)

0.01* (0)
-0.02*** (0)
0.36*** (0.01)

0.21
0.32

+

0.11
0.57

+

+
+
+

+
+
+
+

+
+

+
+

+
+
+

0.10
0.35

0.03 (0.02)
-0.09* (0.05)

0 (0.01)
0.21*** (0.03)
-0.02 (0.05)
-0.18*** (0.07)
0.21** (0.1)
-0.01 (0.01)
0.15 (0.14)
0.41 (0.37)
0.04* (0.02)
-0.05 (0.03)

0.13*** (0.03)

0.28*** (0.04)
0 (0)

0.05* (0.03)

-0.04 (0.05)

0.27*** (0.03)
0.05* (0.03)
0.19* (0.12)
-0.22** (0.1)
0.98** (0.49)
0.02*** (0)

0.03*** (0.01)
-0.01* (0)
0.04** (0.02)
0.04* (0.03)
0.04*** (0.01)
-0.02*** (0)
0.42*** (0.01)

0.04
0.62

随机
系数模型

完整模型

非认知能力得分

零模型
随机
系数模型

完整模型

认知能力标准分

零模型

表 3 学生能力表现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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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生认知能力发展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也再
次部分印证了研究假设 3， 即学校因素对于学生
认知能力发展的解释力度要大于非认知能力 。
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表现的随机系数模型分

别与各自零模型相比， 学校内差异分别降低了
35%和 37%，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研究所选择的
家庭背景和个体特征变量对学生发展具有较好

的解释力度。 随后， 研究者在随机系数模型中
方差显著的自变量上纳入学校层面变量， 构成
完整的两水平模型， 以考察学校因素对家庭背
景效应的调节作用。
完整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 一方面， 学校

因素可以调节家庭经济状况和父亲职业类型对

学生认知能力表现的影响。 具体地说， 在家校
合作更好的学校中， 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认知
能力表现的影响更明显； 与农村学校相比， 边
缘城区或城乡接合处的学校， 家庭经济状况对
学生认知能力表现的影响明显变弱， 但是这一
现象没有出现在中心城区学校； 生源质量越差
的学校， 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认知能力表现的
影响越明显。 物质条件越好、 学生不良行为越
多的学校， 往往父亲职业对子女认知能力表现
的影响越明显， 而更多的师生互动、 更长的学
生平均在校时间， 或更好的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都会显著降低父亲职业对子女认知能力表现的

影响。 另一方面， 学校因素也可以调节学生非
认知能力表现的家庭背景差异， 但主要调节的
是父母关系、 父母对子女的关心情况等对学生
非认知能力表现的影响。 具体地说， 在物质条
件更好的学校， 良好的父母关系对子女非认知
能力表现的影响更大； 学生不良行为较多的学
校与较低的学校相比， 良好的父母关系对子女
非认知能力表现的影响更大； 父母关系对子女
非认知能力表现的影响在民办学校要大于公办

学校； 生源基础显著放大了父母关系对子女非
认知能力表现的影响。 物质条件越好的学校，
父亲的关心会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表现影响越

小； 学生不良行为越多， 或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的学校， 父亲的关心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表现
的影响越大。 上述研究发现验证研究假设 4， 学
校因素可以显著降低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

展的家庭背景差异。
与前面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相一致， 认知

与非认知能力表现的完整模型都表明学生家庭

背景和学校因素会对学生能力发展产生显著且

重要的影响， 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 1 和 2。 具体
而言， 家庭因素中的家庭经济状况、 父亲的职
业和父母教育期望和学校因素中的师生互动情

况都是影响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表现的显著

因素。 而家庭因素中的父母教育水平以及学校
因素中的物质条件、 教师的升学率压力、 学生
平均在校时间、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源基础
等还会对学生认知能力表现产生显著的影响 ；
家庭因素中父亲的关心以及学校因素中的办学

水平、 学校学生不良行为发生比例和公办学校
性质等还会对学生非认知能力表现产生显著的

影响。 不过， 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不同的是，
一些学校层面的变量在两水平模型中变得不再

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这也意味着忽略数
据嵌套问题使用传统回归估计学校因素对学生

发展的影响会产生偏差。

四、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的
基线和追踪调查数据， 借鉴 “增值” 理念， 使
用 OLS 回归和两水平模型方法， 分析了家庭背
景和学校因素对学生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增

值的影响， 并探讨了学校在家庭背景影响学生
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
以下两点。
第一， 家庭背景是影响学生认知与非认知

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且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
影响程度要大于认知能力。 这一发现与Anger 和
Schnitzlein 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似乎与人们的
一般认知也存在差异， 因为在目前的教育评价
体系下， 家庭和学校更多强调学生的学业成绩，
高考、 中考指挥棒作用经层层放大， 将这种压
力传递到了每一个家庭， 而代际关系的“反哺模
式” 和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的传统观念会
进一步强化这一压力， 使得父母把更多经济资
源和情感资源投入到有助于提高子女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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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从而使非认知能力获得的家庭支持相
对变少。 导致本研究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
其一， 可能主要与中国父母倾向于认为知识学
习是学校的事， 而家庭负责教孩子行为习惯养
成和做人懂事的教育分工观念有关； 其二， 可
能与认知能力培养对家长知识素养要求更高 ，
尤其是在超前教育背景下， 这可能对整体教育
水平并不高的大部分家庭提出了挑战， 相比而
言， 非认知能力更多是通过亲子互动、 父母情
感投入等方式来实现， 门槛相对较低， 尤其是
对于不利家庭而言。 基于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
家长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投资是很有必要的 ，
甚至与认知能力相比可能更加有效， 因为它不
仅可以促进子女学业成绩的提高， 长期来看还
会有利于他们的职业选择和经济回报。
第二， 学校因素同样会对学生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 相比学生非认知能力， 对学生认知能
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可能与初中学校在
中考压力的背景下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

学生的知识学习上有关， 同时， 学校因素能够
降低学生能力发展的家庭背景差异， 学校因素
不仅能够降低家庭经济状况、 父亲职业等这些
相对较难改变的家庭因素对学生认知能力表现

的影响， 还能调节父母关系状况、 父亲对子女
的关心等这些相对较易改变的家庭因素对学生

非认知能力表现的影响 。 这一发现支持了
Downey 等人的研究观点， 学校在弱化家庭背景
效应、 促进社会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
用。 需要说明的是， 本研究并没有对比家庭和
学校对学生能力发展的作用孰轻孰重， 实际上
学校作为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最主要场所， 理应
在促进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全面发展方面

做出更多努力。 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坚持就近入学、 不允许择校的背景下， 加大对
薄弱学校的改进， 缩小与优质学校之间的差距，
努力促进校际均衡， 就成为改善不利家庭背景
出身学生与优势家庭出身学生在认知与非认知

能力发展方面差距的重要途径。
学生发展是学生个体、 家庭和学校等综合

作用的结果。 面对科尔曼报告所带来的学校是
有效还是无效的争论， 本研究对学校的作用持

乐观态度， 学校不仅能够促进学生认知与非认
知能力的发展， 还具有社会平等均衡器的功能。
当前的着力点应该是改变学校对学生认知能力

过多关注而相对忽视非认知能力的情况， 以适
应这个对劳动力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全面的现

代社会， 而这需要对现行教育评价体制做出改
革与调整， 切实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导向。
在家庭背景中， 父母关系状况、 对子女的关心
等对子女能力发展的显著影响为我们重视家庭

教育， 强调父母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供了
实证支持。 另外， 鉴于家庭背景对学生非认知
能力发展的影响， 以及非认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
回报情况， 今后， 非认知能力的代际传递对社
会流动的潜在影响需要引起更高的警惕。

注释：
①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提供的数据支持， 文责自负。
②由于基线和追踪调查问卷的测量条目并

不一致， 为体现 “增值” 理念， 本研究只保留
了一致的条目。 具体地说， “人际交往” 测量条
目包括 “关于学校生活， 你是否同意班里大多
数同学对我很友好、 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
织的活动、 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 “情
绪控制” 涉及 “在过去的七天内， 你是否有沮
丧、 不快乐、 生活没意思、 悲伤的感觉”； “毅
力与坚持” 包括 “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
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里， 我仍然会尽量去上学；
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 我也会尽全力去做 ；
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 我仍然会
不断地尽力去做 ； 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信
心”。 所有条目都为 4 点量表计分， 部分条目做
反向计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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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Governance: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hen Jun Chen Hui

Abstract: Rural good govern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the Strategic Pla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 2018—2022) is the leading
outline of agricultural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willingness to
serve, weak service ability and inadequate management of service work. Therefore, the new era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needs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explore the effective pat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mplement modern governance. In the path of
practice, one is to change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and pursue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other is to integrate the main body of governance and implement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in multiple coordination; third, to optimize governance tools and explore contingency
strategies in inclusive packages; fourth, to coordinate governance content and deepen the key points in
overall development.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ective governance; Deepening reform

（上接第 24页）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and Family on Students’ Increment of Ability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Yang Zhongchao

Abstract: Based on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data, this study has used OLS regression
and the HLM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school factors on the increment of students’
cognitive and non -cognitive skills, and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chool factors on family
background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one hand, family background and school factor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gnitive and non -cognitive skills, bu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children’s non-cognitive skill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cognitive skills, while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factor on students’ cognitive skill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non-cognitive skills; On the other hand, school factors can moderate the impact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School factors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impact of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father’s
occupation on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but also regulate the influence of relatively easy to change
family factors such as parents’ relationship and father’s care for childre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non-cognitive skills.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way for schools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non -cognitive skills and parent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family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 words: Family background; Schools; Cognitive skill; Non-cognitive skill; Inc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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